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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非传统意识的萌芽及其文化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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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跨共同体意识及民主意识等农民非传统意识先后产生。家族文化和交

往文化的变迁为农民新意识成长提供了适宜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从农民的意识结构来说，当前正处于传统农民意识

瓦解、现代农民意识艰难成长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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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ud and the Change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Non-traditional Sense of Chinese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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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national consciousness，class consciousness, cross-community awareness and 
sense of democracy and other non-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peasants have formed. The exchanges of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family culture are important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new awareness grows. Considering various reasons，the 
peasants’ sense structure is now in a condition of traditional sense collapsing and modern senses growing up difficul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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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主体性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但迄今为止，
对于农民主体性研究成果多一鳞半爪，对于作为当前
农民主体性重要内容的非传统意识研究几乎空白。笔
者主要梳理农民非传统意识产生的历史，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其非传统意识成长的家族文化环境和交往文化
环境。人将自己对象化并确证自己本质力量，而对象
具有反观人的主体性之功能。乡村文化是农民对象化
的产物，其核心是村落共同体文化或家族文化。通过
家族文化的变迁可以透视农民非传统意识生长的现实
环境。此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往文化也是观
察非传统意识成长的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农民非传统意识的萌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天翻地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强行登陆，立宪与共和之争，问题和主

义之辩，纷纷轰炸国人视听，但尘埃落定，又有多少
在农民内心深处扎下了根呢？恐怕只留在了知识精英
和政治精英记忆里，对象化在所谓文献里。对于中国
农民来说，这些时髦事物与词语只是意识湖面上的漂
萍，毫无根基。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跨共同体意识、
民族意识等非传统意识扎根是与农民切身感受和体验
分不开的。 

民族意识萌生。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宗教仗着船
坚利炮长驱直入，打着思想传播的幌子进行文化侵略。
并借助治外法权招兵买马，一些地痞和恶棍被收买或
投靠，加之满清政府妥协退让，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
农民生活每况愈下，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直觉地告诉
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唤起了民族自卫意
识和民族忧患意识[1]。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就
是这一认知的体现，其口号是扶清灭洋，而非过去历
次农民起义那样对统治阶级提出均田免赋的要求。如
果说，义和团运动是自发的民族运动的话，那么随后
保国保种斗争中，农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卫意识则
表现得主动和自觉，超越了满汉对立，成为整个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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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救亡运动。民族与家族不同，它使生活在不同
共同体中的族员有了认同基础，无形中削弱了以家族
至上为出发点的家族意识，同时民族意识以及民族的
形成也是走向现代国家的前奏。 

阶级意识从无到模糊。无疑，农村中是存在阶级
的。但各阶级共同生活在以血缘为经地缘为纬的网中，
阶级意识淹没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而且村落共同
体注重的是秩序与和谐，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也起到了
掩盖阶级意识的作用。土地改革之初，许多农民认为
地主的土地是祖上传下来的，自己分了地主的土地是
亏了心，甚至有的农民把分到的土地又偷偷地还给地
主[2]，可见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但是 20 世纪初到中
叶持续进行的土改运动使阶级意识有一定自觉，作为
土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农民的贫困源于地主剥削。
根据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农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
阶层，确定贫农为乡村的基本力量。提出依靠贫农，
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土改的基本政策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
平均分配给农民。这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
望并强化了阶级意识，尽管这种裹挟着功利色彩的阶
级意识还不很健康。阶级改变了传统划分身份的标准，
传统村落共同体以血缘浓淡定亲疏，而阶级主要按人
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土地的归属问题像一
把尖刀插在原来礼尚往来“纯朴”的关系上。它在意
识层面上和事实上都是对家族文化的挑战。 

跨传统村落共同体意识萌生。有学者认为，古代
社会有两种组织，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与作为政治组织
的国，其余一切社会中间组织都是模仿家的组织原则
建构[3]。此言未免绝对，但大体属实。家族共同体或
拟家族的村落共同体可以看作是家庭的扩大。但一种
全新的组织在 20 世纪出现在农民的世界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会以及之后一系列从互助组到
人民公社组织。农会是阶级关系在组织上的体现，是
按经济而非血缘划分的贫下中农组成的。农会领导不
再是处于血缘关系塔顶的族老或乡老，而是经过推选
或民主选举的骨干，其成员资格和权威根据与家族不
同。如果说农会是一个政治组织的话，那么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后的一系列合作组织尤其是人民公社与家
族更为不同，尽管在功能上与家族有相似之处。正如
自足的家族具有生存、维持、保护、族化和文化等功
能一样，公社也具有多重功能，“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
工农兵学商的结合，超出了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成为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统一体，”[4]公社将以前由
家庭或家族垄断的生产、教化等功能剥夺过来，家庭
只管执行而无指挥之权，家族功能弱化。而人民公社
往往不是由一个而是由多个共同体组成，一个共同体
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或生产队。总之，在权力所属和
组织规模上多少是对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超越。这种非
传统、纪律性很强的组织尽管不能说完全符合现代性，
但起码较之传统已有现代性因素。虽然公社将农民强
制捏合在一起的生产方式客观上没有促进生产力提
高，也无法改变血缘和地缘事实存在以及传统文化根
深蒂固的影响，但它毕竟建构了一个功能和规模大得
多的跨家族组织，从而使农民深切地体会到新的组织
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是不可能的。 

民主意识初现。传统小农将眼光局限于自家内，
顶多扩大到家族范围。如马克思所言，他们就像一袋
马铃薯，彼此有很大的相似性而无联系的必要。因而
陷入一盘散沙状态，不能代表自己，只能由别人——
即高高在上的皇权来代表他们，通过交纳赋税来换取
“清官”为他们做主[5]。但是，时过境迁，今天再拿
这种理论来观察现实，就会不是怀疑理论的正确性，
就是怀疑观察的客观性。的确，农民不能代表自己在
自然经济条件下有其真理性。但家庭承包制把经营权
还给了农民，且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市场，而市场
作为哺育民主和平等的母体，使他们在政治上萌发了
代表自己的朦胧愿望。这种愿望目前表现于自觉的组
织建设——村民自治委员会。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
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事实上处于半自然经
济状态，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产生民主的环境不充
分，传统文化还有很强的影响力，因而民主有一定的
局限性：总体上农民政治化参与是零散的、个别的、
非制度的[6]。这决定了他们民主意识的程度。 

当然，除了以上所述，农民非传统意识还包括现
代意义上的商品意识、资本意识、管理意识等等，但
比起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跨共同体意识以及民主意
识等非传统意识而显得分散、模糊和浮浅，且篇幅所
限，只能摘其要者而述之。 

二、农民非传统意识生成的家族文化环境 

农民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非传统意识的萌芽与发
展，既是农民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力量式强
和家族力量式微的过程。笔者主要从家族功能、乡村
权威、行为调节范式等方面透视变迁中的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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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文化是传统性的重要载体。家族作为一个组
织，履行一定功能，功能强则传统性持久。反之，则
有利于新因素包括非传统意识成长。一般而言，传统
家族功能包括生存、保护、绵延、族化等[7]。所谓生
存功能，就是家族获得生存资源的功能，但现在整个
家族共同居住的情况已为数不多，家族已不能作为一
个整体完成这一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完
成这一功能的是长期居住在一起、互相帮助、彼此信
任的拟家族，其单位可大可小，具有伸缩性。之后这
种功能单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大到人民公社，小
到由几家自由组合的互助组，除了互助组有拟家族的
性质外，其他形式的组织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
而与家族性质相去甚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
成为一个生产单位，生存功能主要由家庭来完成，它
形式上回复了 1949 年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附
带地带来了修家谱、建宗庙的违时之举，但客观上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农村生
产力状态，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终将消解家族文化。
另一方面生存功能单位越小，计划、决策及实施落在
更少人甚至个人身上，激发他们主动性和创造性。家
族的保护功能是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包括成员生命、
财产、利益以及名誉，越往前追溯，家族对生存的保
护越重要。简而言之，生产力的低下并不能保证每个
成员总是能维持生存，家族提供保护功能在于全体族
员生存的最大化。另外一层意思是生命保护，这主要
表现在族间血亲复仇以及族内的相互帮助[8]。这两种
保护功能随着社会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多且获得条件趋
于平等而处于弱化。至于绵延方面，虽然生育观念有
所改变，但传统生育态度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如有调
查组在向村民提出如果只生一个小孩，希望是男孩还
是女孩时，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是男孩[6]275。当
然正如费孝通先生分析的那样，这里不全是文化的原
因，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在家庭的生存主要靠土地，
而老人的劳保只能靠儿女尤其靠儿子的情况下，结果
只能如此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到妇女也能轻松胜任农
活，养老保险普及农村时，偏重于男性进行种族繁衍
的现状一定大有改观。所谓族化就是幼小成员在家族
环境中不断内化价值、习得技能、形成习惯、坚定信
仰的过程。那么族化功能就是年轻一代对价值文化的
认同，村落共同体族化形式传统上有如下四种：宗教、
礼教、耕教和文教[7]133。后两种若相当于科学教育和
文化教育，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传统的后两种功能

剥离出来，由社会行使。家族功能是家族文化存在的
重要原因，家族功能的脱落或弱化，束缚共同体成员
进入社会大家庭的绳索将更加松弛。 

传统中国由于土地有限剩余不足，行政的触角深
入基层主要靠意识形态维持并通过民间权威中介对大
众低成本控制。这就使得族老(在自然村落则为乡老)

的权威同时具有血缘性和社会性。其功能在于秩序维
持，保证族员正常生活和生产。族老权威强而有力，
权力相当广泛，包括公断纠纷、分家析产、兼监督、
协调之责。从解放前不少家庭有家法家刑以及极端
情况下可以处死族内违法成员看，其权威性可见一
斑[7]118-119。家族权威会强化血缘等级秩序，两者是一
种双向运动过程。由血缘权威强化的等级秩序塑造农
民的双重性格，或逆来顺受，或独断专行[9]，不管是
哪一种都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今天，族老权威已
今非昔比。公共权威正取代血缘权威而成主导，血缘
权威败北势必会瘫痪原有等级秩序，为异质因素植入
提供适宜气候。 

社会维持自身原则大体为法治、礼治与武治。后一
种见于秩序失衡社会。前两种原则主要见于常态社会。
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通行礼治法则。礼治的可能
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即适应于
所谓有历史而无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现代化与市场化
呼唤法制原则。法治原则已后来居上，尽管礼治并未完
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某些地方一度很活跃。 

三、农民非传统意识生成的交往文化环境  

与自然经济交往形式相应的交往表现为人情交
往。人们送礼的食品，或是从市场买来的，如年底送
的火腿和糖果，或是自己做的，如端阳节送的三角形
的糯米粽子。接受礼物的人，也做同样的粽子，买相
同的东西回送亲戚。这种类型的物品转让意义不在于
弥补相互间的欠缺而是加强社会联系[10]。或让对方欠
一个人情，将来可能有求于人，能伸出援助之手。交
换是不完全等价的，尤其是“帮忙”这种无形的礼。
这种交易是非及时的，但从长远来看是平衡的，“如果
借用者立即付酬，出借者会很不高兴地说：我们又不是
外人，……从长远看，亲戚和邻居之间的……，留宿和
接待是取得平衡的。有点像现在说的期货交易”[10]。
无疑这种人情交往是低生产力下自然共同体的产物，
以便患难扶助。这种人情交往方式会反过来作用产生
它的熟人社会，使血缘共同体、准血缘共同体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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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作为陌生人社会的产生。随着人员的跨共同体流
动，人情交往原来的相互扶助功能弱化，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的次功能强化。而且礼尚往来这种交往方式
的熟人性、情感性、非完全等价性只能形成模糊的商
品意识，延缓了成熟的商品意识发育。当前简单的商
品交换不足以消解持久和影响力强大的人情交往，但
借市场化改革之助，我们看到了希望。 

除了传统的人情交往外，一种崭新的交往出现在
农村——职业交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
力相对剩余，城市改革也为农民就业提供了机会。农
民或进城务工，或就地办厂，或从事第三产业。根据
抽样调查表明，初职是农业劳动者的人，有 73.4%现
职还是农业劳动者，有 26.6%转向其他职业，其中，
除 1.6%成为无业失业人员外，大部分实现向上流动：
6.7%转向商业服务业，7.1%成为个体工商户，2.7%成
为办事员。在所有的阶层中，农业劳动者脱离本阶层
趋势最为明显，流出率是流入率的三倍多。而且流出
劳动者大部分实现向上流动[11]。这是一种全新的交往
方式，根据一定的职业而形成的关系——业缘是后天
努力的结果。在这种交往中人们获得了不曾有过的经
验，“工厂对人的现代化的促成，不像课堂上教师向学
生传授知识那样，……但是，就在生产的过程和环境
中，他充当了一个教育人们走向现代化无声的老师，
工作经验在形成现代化人的过程中，就扮演这样的角
色。”[12]工厂经验虽不是打工农民经验的全部，但有
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在这种新的经验的刺激下产
生了体验此类经验持久而强烈的愿望，并在其中形成
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农民多少可以重新审视原来的
生活模式、行为、价值，从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
并把新意识带回农村在乡亲和亲戚中“传染”。 

青年男女恋爱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是观察交往现
状的独特维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的乡村
青年没有恋爱权利。“五四”以来人文精神渗透，尤其
是改革开放后城市文化范导，这一情况大为改观。现
在恋爱交往过程中，恋爱双方成为主角，于是“父母
之命”降为参考意见，而媒妁在许多情况下只是青年
恋人的代言人[13]。可见在决定自己的终身伴侣时他们
已有比过去大得多的自由空间。在择偶标准上，也表
现出来。一般说来，传统婚姻注重对方家庭，现代婚
姻则注重对方本人条件，注重感情因素。在导致婚姻
结合的性、爱、育三因素上，尽管传宗接代仍占重要
地位，但对性和爱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上升[6]264-267。

恋爱本身就意味着血缘权威事实上的衰落，新意识产
生的传统阻力式弱。 

家族功能的弱化和剥离、乡村主导权威移位为农
民接受现代意识打开方便之门。以变化为社会常态的
法制原则的建立事实上是对这一环境变化法律上的承
认。职业交往以及青年人的自由恋爱，一定程度冲击
了人情交往[14]。但同时应该看到，传统文化的惰性加
之与自然经济的天然亲和力，当前农村家族文化环境
和交往文化环境仍不能过于乐观：受制于人与地矛盾
的经营破碎化和生存风险性使宗族的原始功能一定程
度存在，礼治和人情交往仍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农
业外的就业空间有限，这一状况将长期存在，从农民
的意识结构来说，当前正处于传统农民意识瓦解现代
农民意识艰难成长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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